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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质乐观是指对未来积极事件发生的一般期望，具有跨情境和跨时间的一致性。特质乐观作为一种稳定

的人格特质，大量调查以及实验研究证明与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并且有比较系

统完整的理论系统。但是对于特质乐观的认知特点以及神经基础还没有一个一致的解释，不同的研究方

法以及状态可能会有不同的脑区结果。本文就主要通过论述探究特质乐观认知和神经基础的相关文献，

试图归纳出特质乐观的认知偏差特点和神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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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it optimism refers to the general expectation of future positive events, which is consistent 
across context and time. As a stable personality trait, a large number of surveys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t optimism and individual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and there is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istent explanation for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neural basis of 
trait optimism, and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and states may have different results. The current 
study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neural basis of trait optimism by 
discuss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rait optimism cognition and neur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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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就有研究者倡导积极心理学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运动，Seligman 于 1998 年在

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演讲中正式提出积极心理学这一概念，并在 2000 年发表《积极心理学导论》，标志着

积极心理学成为一个新领域[1]。乐观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对乐观的

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乐观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Scheier 等人于 1985 年首先提出特质乐观的

概念，本文使用特质乐观这一名称进行描述。特质乐观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人

际交往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应对方式、考试焦虑、学业焦虑、情绪调节、

人际交往能力等，该结论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证实[2] [3] [4] [5]。对于特质乐观的研究不仅仅是针对健康个

体，研究者还进一步探究了特质乐观在疾病患者中的作用，比如：特质乐观水平与抑郁症患者的初期症

状程度呈负相关[6] [7]，特质乐观水平能够预测焦虑程度[8] [9]。除此之外，研究者对特质乐观的认知现

象和神经基础也进行了很多探究，但是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主要回顾国内外关于特质乐观的认知现象

和神经基础的研究成果，试图总结特质乐观的认知偏差及神经基础。 

2. 特质乐观的概念和测量 

Scheier 等人(1985)首次提出特质乐观的概念，认为特质乐观是对未来积极事件的一般期望，具有跨

情境和跨时间的一致性[4]。同年，Scheier 等人基于特质乐观的概念编制出了测量特质乐观的工具——生

活取向测验(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 LOT)，该测验将乐观倾向和悲观倾向解释为单一维度的对立两极，

一个人要么是乐观要么是悲观，不可能同时具有乐观和悲观的特性。生活取向测验共 12 个项目，其中 4
个项目描述乐观倾向(我对自己的未来很乐观)，4 个项目描述悲观倾向(我很少希望幸运的事发生在我身

上)，另外 4 个附加项目是用来降低测验的表面效度，该测验采用 5 点计分(1~5，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994 年 Scheier 等人为了解决 LOT 中部分项目的描述不恰当的问题对其进行了修订，编制出了生活取向

测验-修订版(LOT-R) [10]。该测验目前应用较为广泛，共 10 个项目，其中 3 个项目描述乐观倾向(在不确

定的时期，我通常期待最好的)，3 个项目描述悲观倾向(如果认为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出错，他就会出错；

反向计分)，同样有 4 个附加项目(不计分)是用来降低测验的表面效度，该测验采用 5 点计分(1~5，非常

不同意–非常同意)。LOT-R 具有较高的信度，先前研究发现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8~0.83 [9] [10] 
[11]。 

3. 特质乐观的成分 

认知偏差是信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某种选择性心理倾向或者偏离的现象，个体常常对与其特质关系

密切的信息进行优先关注，其结果一般是个体会快速做出决策，但常常会引发很多错误，从而离开预定

的目标。根据临床心理的划分，结合先前研究结果，特质乐观的认知偏差一般包括注意偏好、想象偏好、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273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叶 
 

 

DOI: 10.12677/ass.2022.1112733 5387 社会科学前沿 
 

解释偏好等[12] [13] [14]。根据特质乐观的概念，特质乐观水平高的个体常对未来展现出积极正性的预期。 

3.1. 正性注意偏好 

特质乐观的个体经常表现出对正性注意偏好，即特质乐观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注意相对积极的信息，

忽略情境中不利的因素。一项情绪 stroop 实验表明，特质乐观者加工积极词汇时的时间更长[15]。一项眼

动实验表明，特质乐观者对癌症图片的注视时间短且注视次数少[16]。一项基于注意偏好的点探测范式的

实验表明特质乐观者在正性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正性不一致，悲观者没有差异[17]。因此特质乐

观者会在当前情境中优先注意并加工正性信息。 

3.2. 正性想象偏好 

特质乐观个体在没有现实依据进行参考时，倾向于对事件进行积极的预测。研究者发现，特质乐观

水平高的个体在进行主观概率测试(The subjective probability test, SPT)时表现出对未来的积极事件(例：你

会有很多好朋友)的发生可能性高于消极事件(例：你会有健康问题)的发生可能性[18]。即特质乐观水平高

的个体表现为对未来事件的积极想象偏好，总是期望好的事情发生。 

3.3. 正性解释偏好 

特质乐观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将当前模糊情景及事件赋予积极意义进行解释。先前研究者探究发现，

愤怒状态下个体对模糊情景的解释偏好是会受到特质乐观的影响，采用 2 (情绪诱导：控制、愤怒) × 2 (情
绪策略：表达抑制、认知重评)实验设计，探究被试对当前呈现情景描述句子的解释是积极的、消极的还

是中性的，结果发现，愤怒的个体对于模糊情景的解释时特质乐观水平与积极解释呈显著正相关，与消

极解释呈现显著负相关[19]。因此，特质乐观者总是倾向于主动采取正性解释的方式保持积极体验。 

4. 特质乐观的神经基础 

特质乐观是一种积极人格特质，对个体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等多领域都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究

正性注意偏好、正性想象注意偏好及正性解释偏好的神经基础，研究者采用不同的神经影像技术及电生

理技术探究。结果发现，特质乐观的神经基础涉及前额叶(眶额叶：orbitofrontal cortex，OFC；额下回：

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 等)、扣带回(cingulate cortex)、
杏仁核(amygdala)、及辅助运动皮层(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等。 

4.1. 基于任务态功能性磁共振 

Beer 等人(2010)基于 MRI 技术探究个体进行高于社会水平的积极自我评价时的神经基础，采用任务

态功能磁共振实验设计，向被试随机呈现四种词汇：积极–特异性(机智、冷静等)、积极–广泛性(可爱

的、热情的)、消极–特异性(紧张、胆小)、消极–广泛性(软弱的、不可靠的)。让被试与当前德克萨斯州

所有学校的大学生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对出现的词汇进行判断，选项有三个(‒2：远远低于德克萨斯大学

上平均水平、0：等于德克萨斯大学生水平、2：远远高于德克萨斯大学生水平)。通过分析发现，被试普

遍认为自己具有普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积极特质，并且被试做出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判断时，眶额叶

(OFC)和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d, PCC)的活动减弱[20]。 
Sharot 等人(2007)基于功能像磁共振脑成像技术，让被试对未来的积极和消极事件进行想象，探究被

试对于未来事件想象时的 BOLD 信号(blood-oxygenation-level-dependent signal，脑区血氧水平依赖信号)
以及脑区之间功能连接强度与特质乐观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 Scheier 等人编制的 LOT-R 对特质乐

观进行测量，以 4 个脑区作为感兴趣脑区：吻侧前扣带回(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t, rACC)以及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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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后扣带回(PCC)、背内侧前额叶(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右侧杏仁核。研究发现，当被试想像未来的消极事件时杏仁核和吻侧扣带回的 BOLD 信

号减弱，吻侧扣带回在想像未来积极事件时的 BOLD 信号强度和特质乐观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r = 0.5, 
p < 0.05)。此外，以吻侧扣带回作为种子点进行功能连接分析，结果发现被试在想象未来积极事件时吻侧

扣带回和杏仁核的功能连接增强[21]。 

4.2. 基于静息态功能性磁共振 

Wang 等人(2018)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技术，使用静息态低频振幅率(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fALFF)和静息态功能连接(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对青少年

特质乐观的神经基础进行探究，使用 LOT-R 对特质乐观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特质乐观水平和右侧眶额叶

(rOFC)的 fALFF 呈现显著负相关，同时也发现特质乐观的水平与右侧眶额叶(rOFC)和左侧辅助运动皮层

(lSMA)的 RSFC 呈现显著争正相关[22]。 
Qian 等人(2017)基于前人研究，将腹内侧前额叶(vmPFC)作为感兴趣脑区(region of interest, ROI)，分

别将左侧腹内侧前额叶(lvmPFC)和右侧腹内侧前额叶(rvmPFC)作为 mask，以 6 mm 为半径做球，使用静

息态功能连接探究腹内侧前额叶是否与其他脑区相互关联以进一步作用于特质乐观。研究发现腹内侧前

额叶的 RSFC 强度和特质乐观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双侧额下回(IFG)的 RSFC 强度和特质乐观水平呈现

显著负相关[23]。 
Sanda 等人(2015)基于 MRI 技术探究特质乐观水平与眶额叶皮层灰质体积的关系，采用静息态功能

磁共振实验设计。结果发现特质乐观水平与左外侧眶额叶(lOFC)和左内侧眶额叶(mOFC)的灰质体积呈现

显著正相关[24]。 
Wu 及同事们基于静息态磁共振技术探究不同水平特质乐观的个体在进行自我评价时的大脑默认网

络(DMN)的活动性，使用 fALFF 和 Reho (Regional Homogeneity，局部一致性)两个指标进行探究，结果

发现特质乐观水平和双侧额上回、双侧额内侧上回(bilateral me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双边颞极和双

侧小脑 Crus 2 有关[25]。 

5. 小结与展望 

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特质乐观者具有正性认知偏好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正性注意偏好、正性解

释偏好、正性想象偏好。对于特质乐观的神经基础，虽然是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总的来看可以发现特质

乐观的神经基础涉及负责认知控制、情绪调节、奖赏加工等脑区。 
特质乐观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通常表现出稳定的正向认知偏差。但是以往研究多是特质乐观

的认知行为特点和相关脑区分离开进行研究和讨论，没有在具体情境下进行探索，缺乏生态效度。因此，

未来将会考虑采取更接近实际情景的自由建构范式，试图探究特质乐观的认知机制，并进一步完善特质

乐观脑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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